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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说有容易说无难。历史学最忌讳的就是往往凭借有限阅读或一己之见大胆放言“从来没有”之类的绝对言辞，这些信誓旦旦的断言
往往被一个很小的发现予以证伪，令人难堪。比如在梁漱溟研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说梁漱溟接受1953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教训，没
有再说一句话，因此他没有像那些老朋友如陈铭枢等人那样被划为右派，沉默换来了平安。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然而却不是历史真实，因为研究者说到底还是阅读有限，没有穷尽史料。真实情形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当面
冲突后，确实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短里政坛淡出，不过不知来自哪个方面的原因，梁漱溟在并没有因这件事情受到什么处分，各种各样的会议通
知照样发给他，只是梁漱溟的心情不太好，尽量少的参加会议和活动，尽量不发言不表态，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梁漱溟转而对现实政治持冷漠态
度。 

    恰恰相反，正如中国老话说的那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梁漱溟仍在冷眼旁观中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遇到值得高兴的事情忍不住
惊喜，遇到弄不清的问题则暗自疑惑。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梁漱溟和往常一样，在开始并没有对大会表现出多大兴趣，但由于大会内容太引
人注目，慢慢刺激了梁漱溟的注意力。中共八大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八大的这个结论很明显是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而这一点正与梁漱溟的素来见解相契合，尽管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了新中国，使梁
漱溟在阶级斗争问题有所觉醒，但他仍很难相信在和平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依靠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八大的结论使梁漱溟这些不清晰的
认识归于清晰，他由衷赞佩中共政治领导的高瞻远瞩和不凡气度。 

    正当梁漱溟沉浸在中共废止阶级斗争理论的喜悦中，毛泽东鉴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新问题又在改变先前已确定的方针。1957年初，毛泽
东和中共领导层反复号召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大呜大放大字报，热闹非凡，目不暇接，一时间又使梁漱溟感到困惑不解。 

    不过，梁漱溟这次再也不愿把自己的困惑不解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在他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形前，他决定不参加鸣放，不发
表意见。有老朋友上门劝他也不妨说几句，好几位新闻记者找他采访，要求他谈谈感想，一吐为快。梁漱溟统统婉言谢绝，一言不发，他决心做
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和局外人，静观事态的发展。这大概就是后来许多研究者所认定的梁漱溟在反右运动中一言不发的史料依据。 

    大鸣大放在起初阶段并没有唤起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兴趣，先前短短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使这些新时代的旧人物成为惊弓之鸟，对于
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基本上是能躲就躲，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实在不愿参与这些不知结果的政治运动。 

    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究竟要通过大鸣大放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人们并不清楚，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部分沉默并不能改变毛泽东的既定决
策，更何况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有人沉默，也有人积极。于是这些积极的人继续忽悠，很快就显得热热闹闹，于是许多不明
真相的人终于耐不住寂寞，终于在各方面的迫切要求下参加鸣放。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接受了《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杨重野的访
谈，两个人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记者一开头就问梁漱溟近来为什么很少讲话。 

    梁漱溟说：“最近常有朋友来找我，也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好像我怀着意见不发言似的。”他说：“我不是不肯说话，也不是有意见不提，
我对于领导党在整风中的作法——广开言路，要求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向领导党提意见，非常感动，油然而起一种敬佩的心，话好像都没有
了。”他说，在报刊上读到很多人的发言和写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如以党代政、有职无权问题等，应该说的，好像都说了，不必再
去重复。他又说，他自己没有参加任何一项工作，也不在任何一种团体组织，“我是在一切的外面，四下不着边际，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际问题。
有些问题也只听人家这么说那么说，而自己没有亲身的感受。自己没有感受，认识就不真，很可以不必说。” 

    “那么，你可不可以就以党代政问题和有职无权问题谈谈你个人的意见呢？”记者问。 

    “可以”。梁漱溟说，“这个问题别人已经谈过了，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谈一谈。”梁漱溟说：“党是领导人民群众建设国家的，党的作
用在于领导，领导的含义是丰富的、深厚的。党应该把自己放在人民中间，领导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方式，但是毋须用命令的方式。命令是有强
制性的，只有国家才能这样做。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就在于它有强制力，将来共产主义建成了，国家消亡，强制力也就消亡了。” 

    “党是要抓住国家这个机器的，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政权。但是党与国家的分际要搞清楚。党的决定只是党内的决定，党所制定的方案只
能是草案。党的决定和方案，必须通过国家机关——如人民代表大会或国务院，才能成为法律和政令，才能发生强制的效力。” 

    梁漱溟认为，这个问题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是，所谓通过国家机关，不单是形式的通过，走个
过场，需要认真的讨论。这样有职无权的问题就不会发生。非党人员的部长没有参加部务的讨论的事也就不会有了。 

    接着，梁漱溟谈到“以党代政”的危害性。他说：“问题很显然，优秀的人才和宝贵的意见不可能都集中在党内。党应当听取大家的意见，
让优秀的人才发挥作用。” 



    梁漱溟说：“说一句谅解的话，这只是领导党的粗疏，党政分际未搞清。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不因为你是粗疏，或则是无心之过而
减轻。”他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由这个问题梁漱溟谈起他对中共号召整风的感想。他认为整风在这个时候提出是适时的，如果不是国内形势发展：阶级矛盾退后，人民内部
矛盾提上来，还不可能这样做。他认为整风是很必要的，否则，像以党代政问题就没人敢提，很多错误就不会有纠正的机会，那就会给国家造成
莫大的损失。 

    接着梁漱溟谈起他最近的思想变化。他说：“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时，我很赞赏，觉得共产党又作了一样漂亮的事。真的，
如果不是这样开放，学术思想就不能繁荣，科学就不能深入。科学这东西必须扎下根，才能生长，开花。这个政策是了不起的。” 

    “但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我的心里感受就不同了，我不是在赞赏，而是深深地感动了。你想，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人作了多少好事情，现
在它都丢开不提，只觉得自己有缺点，要人家给他提意见。这种襟怀，这种作风就把一切问题都化小了，我相信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梁漱溟表示他过去认为国事茫无头绪，甚至有无指望也不敢说，只觉得中国问题太大、太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主席把国家引进
了康庄大道。今天，任何人都会看到中国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前途，任何人都要敬佩、心折。 

    他说：“我实在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我——我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他的声音颤抖了，眼圈红了，他在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是终于潸然泪下。 

    梁漱溟与《文汇报》记者相对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正逢是领导党所采取的重大步骤。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
整，但是决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因此，领导党的开放言论彻底，要尽量地开放；而说话
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的情绪
就更没味道了。” 

    梁漱溟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所谓“三害”不可能从社会上断绝，只要你作事顺手，稍微自满一下，毛病就会出来。要
减少“三害”，唯一的道路只有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因此必须搞好党群的关系，党员不要自居于特殊化，高人一等。这种特殊正是
党群关系搞不好的障碍，要把这个障碍搬开。 

    在人们的印象中，梁漱溟自1953年之后就开始沉默了，不愿就国事发表意见了。梁漱溟对此不愿承认，他对《文汇报》记者说：“我只是没
有什么真知灼见可说，该说的还是要说。几年来我到各地视察，如1955年去甘肃，1956年去安徽，最近去广西，我都写了视察报告交给人大常委
办公厅，报告中有批评，有建议，只是没见诸报端而已。” 

    接着，梁漱溟向记者谈起他最近在广西视察中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他们视察小组一共收到了六封信，其中五封是在“劳动教养”的人或他们
的家书写来的。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过错也不大，因此是“劳动教养”而不是“劳动改造”。但是“教养”一年多了，还没有放出来。他说：
“毛主席宣布过，要对肃反运动进行全面检查。这件事是否正在做，我不知道。我希望该放的放，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失掉工作的该给找工
作。总之，要做个全面交代才好。” 

    在这段谈话以后，《文汇报》的记者还没有提出新的问题，梁漱溟却先发言了。他说：“至于在学术争鸣上也有人怪我没说话，方才我们谈
了个头，现在我也想说一说。” 

    接着，梁漱溟很谦虚地说：“我一向认为自己不是研究学问的人，过去几十年来我常这样说：“我只是对任何问题都爱有自己的见解。” 

    梁漱溟还说：“至于说到我的喜好，我很喜欢东方的——印度和中国的几种学问，这些都是古旧的东西。自从近代学术发达起来以后，这些
古代东方的东西在学术上失去了地位，不仅失去了地位，而且不大为有近代科学修养的人所了解。” 

    梁漱溟认为这两种学问总有一天会沟通起来，不过不是短时间内的事。他自己愿意在这方面作点工作，为这两种学问搭起桥来。 

谈到近期工作，梁漱溟告诉记者，他正在酝酿写两本书：一本是《东方学术概观》，一本是《人心与人生》。他为了写这两本书曾专门研究了一
年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学说。不过目前只有腹稿，掌握了一些材料，还没有正式动笔，不过梁漱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都贡
献给这项工作。 

    梁漱溟访谈最后告诉《文汇报》记者说：“如果有人问起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中我将作些什么，这就是我的答复。” 

    正像毛泽东当年所说的那样，事情正在起变化。民主党派和知识界原本并没有多少人对大鸣大放感兴趣，然而经不起那么多积极分子起哄架
秧子，于是群起大鸣大放大字报，点名批评共产党，批评毛泽东，甚至要求轮流坐庄，要求共产党下台，要求政党轮替。于是毛泽东把先前真诚
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说成是引蛇出洞，反手发动反右运动，梁漱溟的老朋友陈铭枢、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相继沦为右派。 

    不在任何党派的梁漱溟，除了接受过《文汇报》记者访谈谈了一些看法外，在大鸣大放最激烈的日子里，似乎也没有更多地参与起哄，所以
他在急风骤雨式反右运动中侥幸过关，没有像他的那些友人沦为贱民。这当然得益于他在1953年事件后变得小心谨慎，当并不意味着他在大鸣大
放期间就真的一点话都没说。 

    梁漱溟与《文汇报》记者杨重野的谈话发表在1957年印制出版的《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第三辑上，编辑单位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研究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杨重野是《文汇报》的老报人，原名杨葵，浙江人，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后投笔从戎，随远征军入缅作战，后加入《文汇报》，1948年离开
国统区前往解放区，后在新华社北平分社当记者。《文汇报》1956年副刊后，杨重野作为老人被浦熙修召回《文汇报》驻京办事处当记者，在此
后一年时间里，介入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大事件，既采访马寅初谈人口问题，又采访梁漱溟谈党政分开，更重要的是，在大鸣大放的日子



里，他还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在新闻界座谈会上发言，抱怨缺少新闻自由，这也构成毛泽东后来的愤怒，强调“《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必须批判”，杨重野遂被打成右派。 

    梁漱溟接受杨重野采访谈党政分开等问题，我在多年前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就已提及，但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注意，新近出版的一些有关梁
漱溟的著作依然旧调重弹，强调梁漱溟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侥幸过关。鉴于此，详细介绍梁漱溟在1957年的政治活动特别是这次重要访谈，
可能还是有点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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